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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课题，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饱

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 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

设的深远政治预见，“甲申对话”“窑洞对话”“赶考对话”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形成了第一个答案的

逻辑框架。 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是探寻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

点；“四个不容易”体现出对历史周期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

必”，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呈现出两个答案之间的

逻辑承接关系。 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要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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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历史底蕴厚重、思想含

量丰富、探讨空间广阔，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话

题。 对于这一命题的持续思考和接力解答，已经成

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习近平深刻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

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

答案。” ［１］１４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标识出

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历史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

个答案。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始终做到保持“赶考”
的清醒和坚定，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场景、命题提出、
时空条件、发生机制、政治价值等方面，对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学理考察，
揭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价值共识，诠释“中
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的深层密码，保持党

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自觉，不断坚定马克

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切实增强以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主动。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个内含着
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底蕴的政治课题

　 　 １９４５ 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

话”，成为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佳话。 这次著名对

话中所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课题，是以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主体的成败得失为本

土经验资源，归纳出的一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社

会历史现象。 无论是文本话语还是表意逻辑，均展

现出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
１．历史周期率命题的提出

黄炎培提出的“窑洞之问”，是运用传统文化的

话语和表意逻辑，对近代以来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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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共产党的光明前景进行

对比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
既往的研究中，一些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相关

著述往往采取选择性引用方式，这会导致诠释不到

位或过度解读的不良倾向。 发生学视角的研究，必
须严格从文本入手。 按照黄炎培的记述，跳出历史

周期率命题的文本全貌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

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

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

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

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

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

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
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因为区域

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

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
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

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
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

跳出这周期率。” ［２］６０－６１这段论述，具有严谨的叙述

逻辑和层次结构，需要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解

读和逻辑考察，发掘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意蕴。
２．“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历史周期率意

蕴的核心表达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原文

为：“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

焉。”其基本含义是说，贤明的君主大禹和商汤在遇

到问题和困难时往往从自身找原因，因此迅速兴盛

起来；昏庸的君主夏桀和殷纣则往往从别人身上找

原因，推诿过失于他人，因此他们的政权灭亡迅速。
从典籍记载来看，表达出两组对比性的因果关系。
黄炎培则直接引用了两种结果的表述，建构起二者

之间的连贯性关系，赋予其更为生动的表意旨趣和

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蕴，要义在于从“其兴也勃焉”到
“其亡也忽焉”的退化性转变。 这种转变在历史场

景之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很多政权表现出从无到有、
从兴到衰、从强到弱、从存到亡的蜕变现象，表现为

“很多政权在开始之时励精图治、欣欣向荣，很快取

代旧政权；但是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迁，很快就蜕

变、腐朽，从而导致衰亡，被新的政权所取代” ［３］ 。
这种转变并不是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律”，而是

一种具有或然性、可能性、循环性特点的历史效应。
故而，称之为历史周期率（此处的“率”理解为“效

应”更为达意）。 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跳出历史

周期率”“周期率的支配力”之说。
３．超越并深化对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分析

黄炎培超越《左传》中原典意义上的“罪己”和
“罪人”，即把君主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作为

政权兴衰主要原因的解释，结合自己的所见与所悟

作出新的诠释。 一是“其兴也勃焉”的主要原因在

于创业初期往往环境艰苦，困难重重，时时面临九死

一生的危险，在生存压力倒逼的情势下，组织成员能

够保持昂扬的进取精神和执着踏实的作风，事事尽

心，人人尽力，带来事业的繁荣兴盛。 二是“其亡也

忽焉”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环境的不断优越，组
织成员的精神逐渐懈怠。 这种精神懈怠，诱发两个

方面的风险：从历时的维度来看，会产生惰性，并由

少数人的偶发行为蔓延成为群体性、顽固性的不良

习气，导致积重难返，流弊横生，严重危及政权巩固；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对于自然发展的情况，黄炎培未

作评论。 他着重强调的是另一种情况，即随着治理

区域及范围的扩大，因功业欲驱使而违背客观规律

去强求发展，就会导致人才匮乏、能力弱化，出现治

理危机，进而上演历史周期率悲剧。
４．归纳历史周期率的三种呈现状态

黄炎培归纳列举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三种情

形，无论话语还是表意，均具有悠长深厚的传统文化

渊源。 一是“政怠宦成”。 这句话的主要文本渊源

有西汉杂史小说集《说苑·敬慎》中的“官怠于宦

成，病加于少愈”，以及清代诗句 “政怠宦成方默

警”。 依据黄炎培所讲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
神也就渐渐放下了”的描述，“政怠宦成”的语义逻

辑应当是“政怠于宦成”。 所表达的道理就是，无论

政治集团还是官员个人，往往都会懈怠、蜕变于有所

成就之时。 实质上揭示出的就是谦受益、满招损之

理。 二是“人亡政息”。 此语源自《礼记·中庸》中
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本意是

指执政者在其位，他的政治举措就得以实行；执政者

离世或下台，其所行的善政就被废止。 后人将“人
亡政息”作为一个成语，引申其意为：为政在于得

人，得贤德之人则政行，不得贤德之人则政废。 这也

正是黄炎培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控制力不免

趋于薄弱了”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是“求荣取辱”。
这一说法的文本渊源主要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

所述的“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曾国藩

在家书中所讲：“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

讥议，求荣反辱。” ［４］６８６这些表述与黄炎培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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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是相通的，就是指一

味地追求名誉和荣耀，结果反遭屈辱，反映出一种动

机与效果相悖的社会历史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好大

喜功、急于求成而无视、违背客观规律。
５．跳出历史周期率话题表达着国内外对中国发

展前景的基本共识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内政治形

势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摆在国人

面前的历史时刻，黄炎培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

绝非偶然。 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政治

预设或共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缔造者

是共产党。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先后两次到延安长期

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

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

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

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 这些是人

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５］ 并断定这是

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 １９４０ 年，“不官不党居第

三者地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重庆到延安

考察。 他眼中的重庆，“交际应酬，互相征逐……第

就外表数事， 认为虚浮乏实， 绝无一项稍感满

意” ［６］１８７。 在延安，他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局部执

政所带来的“十个没有”的社会新风：“这里一没有

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

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

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
没有人发国难财。” ［７］７１８ 通过对比“重庆作风”和

“延安作风”，他认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在

共产党人身上。 正是出于对延安精神的渴慕、珍惜

和厚望，他提出了著名的“陈嘉庚之问”：“然陕北地

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
化诚朴。 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
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

乎？” ［６］１８８从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历史情势来看，
一方面，跳出历史周期率命题集中表达着国内外社

会各界对共产党的政治作为和政党形象的积极评

价，以及对共产党将成为未来新政权缔造者和领导

者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此命题也隐含着一种政治

忧患———共产党人能否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保持

政权不蜕化、不变质，坚守初心、慎终如始，进而实现

政权的长期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也正是黄炎

培提出“窑洞之问”的核心目标及对共产党人的殷

切期待———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

历史周期率问题虽然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才由

黄炎培正式提出，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现象，早就

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注意并有诸多述及。
总体而言，尽管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周

期率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于“气数”或“天意”的宿

命论或唯心观，然而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相关思考

及论述，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窑洞对话”结合新的历史场景和政治实践，对历史

周期率进行了主题概括和价值阐发，赋予其全新政

治意蕴，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

一个具有元叙事意义的政治范畴。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凝结着党对执掌政权和自身建设的

深远政治预见

　 　 作为话语意义上的历史周期率，虽然是由黄炎

培正式提出的，但其所反映的理念和原理则早已进

入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中。 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党

史典故是“窑洞对话”之前的“甲申对话”。 众所周

知，毛泽东饱读中国历代史书典籍，深谙王朝兴衰更

替的历史规律，对于“周期率的支配力”问题始终保

持高度警惕。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和中国抗日战争出现转折之际，毛泽东就高瞻远瞩，
开始思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吸取历史教

训，不重蹈骄傲后失败的覆辙。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郭沫

若发表了反思明朝灭亡和明末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年

的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突出表达了戒骄和防

腐的历史洞见。 毛泽东认为此文对于即将取得全国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指示将其列为全

党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 同年 ５ 月开始的以总结党

的历史经验为主题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郭沫

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

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

一次 吃 亏， 如 何 避 免 此 种 毛 病， 实 在 值 得 注

意。” ［８］２２７这次著名的“甲申对话”的主题就是如何

戒骄戒躁，避免“胜利—骄傲—失败”周期性循环的

历史悲剧。 同年，他又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
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

亏的。” ［９］９４７并提出告诫：“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

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

傲的错误。” ［９］９４８在此，毛泽东结合党的历史来阐

述“甲申对话”中所蕴含的戒骄戒躁、居安思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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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共产党人对如何“不做李自成”的初步回答。
由此可以说，“窑洞对话”实际上是“甲申对话”

的主题延续和认识深化。 “窑洞对话”的主题从防

范党员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进一步提升到治乱兴

衰的政权建设规律的高度。 黄炎培对寄予厚望的共

产党人提出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历史之问，毛泽

东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

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

会人亡政息。” ［２］６１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明末

农民起义军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悲剧正是“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案例。 以“民主新路”
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表达出党经过长

期探索得出的结论。
第一，这一答案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属

性。 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就把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从被压

迫者翻身成为国家主人作为根本使命，实现国家主

权和社会主体双重意义上的民主与解放。 “共产党

把我当人看”———来自底层民众对于民主理解的朴

素表达，和“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观的

中国化阐释，二者达成了对民主的认知与行动上的

高度一致。 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

一战线思想，有效实现党际、群际、派际的民主协商，
创造出协商民主的典范样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封
建专制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开辟出依靠先进政

党领导，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崭新路径。
第二，这一答案立基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执

政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党没有获得全国执政

地位，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

的民主政权中，“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

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

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７］７４３。 在文盲半文盲

占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实现了元典形

态的真实、广泛、彻底的民主，探索出局部执政条件

下的民主新路，奠定了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实践

基础。
第三，这一答案强化于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

“窑洞对话”发生在党的七大胜利闭幕不足一个月

的历史时刻。 经过 ２４ 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已

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

则，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机制，都有了更为科学

的理解把握，认识到全党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有
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

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

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

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７］５２９。 党的两次胜利、两
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清晰透射出党内民主在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中的重要价值。 党的七大创造了依靠

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内团结的典范，毛泽东称之

为“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

的模范” ［９］１１０１。 从毛泽东提出“民主新路”答案的

自信与坚定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党内民主的温度和

力量。
第四，这一答案标识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

基本路径。 对于尚未取得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

党来说，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在很大程度上仍

属于一种政治预判。 这种民主超越资产阶级旧的民

主形态，是在新型政党领导之下，适应新型政权建设

的全新样态的民主。 这一答案中提出两条基本路

径：一是通过让人民监督政府，防范“政怠宦成”；二
是通过人人起来负责，防范“人亡政息”，标识出运

用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模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条具

体路径。 这也契合黄炎培在延安所亲眼看到的“事
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政治新风。 后来，黄炎培

对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评价，也是从这

两个方面作出回应的：“我想：这话是对的。 只有大

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 只有

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

得人，人人得事。 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

的。” ［２］６１－６２

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对历史周期率的第三种情

形“求荣取辱”，在黄炎培的记载中似乎未见毛泽东

的回应［３］ 。 实际上，历史周期率的呈现形式是复杂

多元的，归纳出的三种情形也是相互交叉的。 尤其

需要注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持续深入的。 随

着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毛泽东更加注重从警惕党内

风险的角度来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实现的社会地位、工作环

境和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提出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
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

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１０］１４３８针

对这样的风险，他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

想，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１０］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还作

出“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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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

列。 “六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是经过

党中央的大力倡导，成为共产党人的铁规矩，奠定了

做到“两个务必”的重要制度保障。 “两个务必”和
“六条规定”均蕴含着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好

大喜功、急功近利等风险隐患的清醒预判，可视为对

防范历史周期率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的深刻省

思和郑重回答。
“赶考对话”是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对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又一次重要回答。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党
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

去。 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
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１１］４６９。 “赶考对话”是对“甲
申对话”的回应、对“窑洞对话”的续答。 “甲申对

话”的主题是防范胜利后的骄傲自满情绪，做到慎

终如始；“窑洞对话”的主题是如何破解治乱兴衰的

历史周期率，做到初心不改、永不懈怠；“赶考对话”
则侧重于如何防止腐化堕落，实现长治久安。 这三

次历史性对话，基于不同的历史场景，从不同角度回

应了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对防范政怠宦成、人亡政

息、求荣取辱三种情形作出了系统回答，形成了跳出

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本逻辑框架，成为马克

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表达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强烈
历史主动和坚定历史自信

　 　 历史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 跳出历史周期率没

有止境，不存在唯一的、一劳永逸的答案。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

面临的新挑战，对历史周期率问题作出突破性探索，
成功找到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的第二个答案，表达出强烈的历史主动和坚定的历

史自信。
１．“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探寻跳出历史

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自身建设以

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堡垒最

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重要判断，铺垫起探寻跳出

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思考基点。
第一，在应对改革开放考验和反思苏东剧变教

训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以后，在“冷战”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交

锋碰撞，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新变化、新特

点。 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能经受住考

验，导致变质变色变味，最终丧失政权，重演历史周

期率的悲剧。 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
小平在 １９９２ 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警告：“中国要出

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１２］３８０－３８１“关键是我

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 ［１２］３８０－３８１进入新

时代，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践，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

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

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

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

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

率。” ［１３］这一论述，从社会主义政权的夺取与巩固、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得与失的新视角，审视和

诠释历史周期率问题，深化了对“堡垒最容易从内

部被攻破”命题的思考。
第二，在经受市场经济考验中始终保持商品交

换原则对党内生活侵蚀风险的高度清醒。 党的十四

大作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引
发了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的综合性变迁，带来前所未

有的挑战和考验，主要有三个风险点：一是在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固有的利益驱动逻

辑，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滋生的“一切向钱看”的不

良风气向党内生活传导渗透的风险；二是在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

础性作用，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原则存在着向政治

领域、党内生活传导的风险，与党性原则产生冲突，
影响着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三是在对外开放环

境下，市场经济原发性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文化、
生活方式和作风，会从不同渠道、以不同方式渗透到

党内生活之中，并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腐蚀文化根

基。 这三个风险点贯穿起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党在

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公正性诉求为

根本价值导向的政治逻辑与以利益追逐为核心驱动

力的市场逻辑之间的内在张力始终存在。 如何有效

缓解二者之间的张力，防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生

活渗透蔓延，构成了从严治党的一条逻辑主线。 习

近平深刻指出：“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

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１４］９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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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原则至上，有效缓解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

的张力，成为从严管党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面临的

一个亟待突破的新课题。
第三，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使命担当中深化对历

史周期率命题的思考。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新定位，阐明了中国共

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又是一个长期执

政的政党。 “一党长期执政”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

党完成政治使命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一种新型政

党执政体制的现实合理性。 在此政治语境中，实现

长期执政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终目的，“一党”则
是根本前提。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

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 ［１５］５３１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

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其中的道理，他进一步

阐释说：“我们是共产党执政。 很多规矩是共产党

立的，执行也是共产党去执行。 毛泽东同黄炎培谈

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
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 我们要保证共产党长期执

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加强自我监督、自我

净化能力，在体制机制层面加大监督力度。” ［１６］３９２

如何克服外部监督不足的风险，通过解决自身问题

实现一党长期执政使命，成为新时代思考跳出历史

周期率命题的重要基点。
２．从“四种危险”到“四个不容易”：对历史周期

率政治意蕴的新阐释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党所面临的“四种危险”，
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

极腐败危险，体现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所面临主要

风险的深刻自警。 进入新时代以来，结合全面从严

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

意蕴进行了新阐释。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在党的十九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他对历史周期率问题

进行了集中阐述。
第一，在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探究历史周期

率的发生机理。 习近平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

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

的宿命。” ［１３］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秦末农民起义，
从“文景之治”、汉武帝称雄到汉末三国纷争、天下

动乱，从“开元盛世”到唐末的衰落，从“康乾盛世”
到清代后期的国势衰微，历代王朝都未能摆脱盛极

而衰的历史悲剧，“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

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
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

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

代” ［１３］ 。 这一论述揭示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内

部危机—社会危机—统治危机—改朝换代的演变逻

辑，“自身出问题”则是源头所在。
第二，在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反思中保持“赶

考”的清醒与坚定。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打击

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历史发展中

起到重大进步作用，同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省。
早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习近平就强调指出：“全党要牢

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

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性课题。” ［１７］７０１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习近平在讲话中

又专门分析了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在领导起义军

初期，由于军纪严明、体恤民心，因而能够快速攻占

北京；进京后，起义军骄傲自满、沉迷享乐，最终人心

涣散、土崩瓦解。 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很多农

民起义最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

义队伍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１３］ 。 这实质上

就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当年“甲申

对话”和“赶考对话”政治意蕴的新揭示，确立起“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主基调，体现出永葆“赶考”
的清醒与坚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三，提出“四个不容易”的重要论断，对历史

周期率命题作出新阐发。 基于对历代封建王朝兴替

循环历史悲剧和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分析，习
近平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
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 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

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

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

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

民心不容易。” ［１３］封建政权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

政治工具，王朝更替并未改变政权性质；缺乏科学理

论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无法彻底

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能实现根本性政治革命。
封建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的失败结局是历史周期率

的经验来源和生发依据，但是社会主义政权和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着不能进行简单化对比、机
械化套用，“四个不容易”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新诠

释。 这一诠释，从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一般过程

出发，总体上划分出功成名就之时、执掌政权之后、
承平时期和重大变革关头四个阶段，对历史周期率

发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透视与经典概括，对历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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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率的呈现形式进行了新阐发。 “四个不容易”是

历史发展规律与现代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相结合、直
面时代课题与破解历史难题相结合的典范，奠定了

探寻跳出历史周期率新答案的认知基础。
３．从“民主新路”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接续回答与丰富完善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历

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

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

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

是自我革命。” ［１８］５４１在尚未全面掌握国家政权时

期，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如果

说是一种政治预见和历史前瞻，那么，习近平提出的

“自我革命”则是从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新时代十年

的伟大变革、实现长期执政使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的角度，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的新思考和新概括。
第一，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跳出历史

周期率主体自觉的新升华。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思想观点及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

成功实践，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认知基

础和逻辑依据。 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是主体自觉

自醒的表现。 其要义在于通过外部监督的压力激发

内在动力，保持生命活力，最终消除历史周期率的发

生条件，阻断其发生通道。 但是，在执掌政权后，从
可能性上讲，党员干部就具备了依靠权力规避甚至

拒绝外部监督的能力和条件，历史周期率发生的风

险不是减少了，甚至比执政之前增加了。 正如习近

平所说：“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
内国外赞扬声很多。 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１８］５４３即

使是由衷的感恩赞扬和真诚的鲜花掌声，也同样会

带来潜在风险———弱化甚至丧失革命精神和奋进斗

志，进而就会萌生得过且过、贪图享乐、安于现状的

不良心态。 因此，必须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主体自

觉。 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么大一个党，处在

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

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
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 ［１９］５９１

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范畴的理论内涵

和实践样态，以防范骄傲自满、解决执政党自身问题

为切入点，在彻底的“主体革命”语境中，深度建构

起工人阶级政党之无私性、正义性、真实性和进步性

的政治品格；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

逻辑理路中，体现出对立统一规律在政党自身建设

中的生动运用，揭示出保持政党活力的不竭源泉，以
“中国共产党之治”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新的

思考视角，体现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主体理性的

真正统一。
第二，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跳出历史

周期率主体素质的新拓展。 １９４９ 年，在即将取得执

政地位之际，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政治

警告，初步开辟出通过党的自身建设破解历史周期

率难题的新路径。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

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

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

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绚丽的华章。” ［１］１－２“三个务必”是走好新时代

“赶考”之路的政治保障，体现出对依靠自我革命跳

出历史周期率进程中主体素质的内涵完善和路径拓

展。 一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状态。 古往今

来，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个人来说，功成名就、实现

目标之后的精神懈怠问题，都是一个与人性本身弱

点有着密切关联的无法彻底克服的难题，是历史周

期率发生的思想源头。 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人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风险。 习近平曾提出警告：
“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

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

罪。” ［１５］５４１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全党开展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成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

的工作要求。 这是从思想源头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

的重要探索成果。 在历史周期率面前，所有的历史

活动主体都是平等且无一例外的，核心目标是坚守

初心，保持本色。 信仰信念和使命担当的坚定与执

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法宝；崇高的党性原则，是克

服人性弱点的思想武器。 保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精神追求，能够构筑起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思想堤

坝。 二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品格。 历史的

教训一再表明，随着环境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个体

性、偶发性的骄傲自满、享乐奢靡现象，很容易扩散

传染，演化为破坏力极强的歪风陋习，成为历史周期

率的重要诱因。 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奠定

了防范上述风险的深厚基础。 但是经验也表明，歪
风邪气易于反弹回潮，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

特点，必须常抓不懈。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在获取

执政地位前夕提出的作风要求。 在新时代，面对伟

８２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大成就和辉煌业绩，能否做到自豪而不自满、自信而

不自傲，牢记古今中外政治实践中那些安于现状停

顿不前、居功自傲追求享乐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谦

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一个重要条件。 三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能力素

质。 迈向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面临的各种

长期斗争、重大斗争、复杂斗争，均是历史周期率发

生的潜在风险。 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

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

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１］２６为

此，迫切需要强化全党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能力。 我

们党就是在培育敢于斗争的勇气，磨砺善于斗争的

本领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为经受风险考验，实现长

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的能力支撑。
第三，从“六条规定”到“八项规定”：跳出历史

周期率作风导向的新标识。 中外历史的教训表明，
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特权思想，利用自身优势地位

和资源条件进行腐化蜕变，进而出现上行下效、恶性

传染现象，逐渐形成流弊横生、积重难返的不良风

气，是历史周期率的普遍性发生机制。 因此，政治组

织或执政团体高层的率先垂范尤为关键，是良好作

风的鲜明导向和核心标识。 １９４９ 年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开创了从高层做起，立规

明戒涵养新风的历史典范。 实践表明，一些看似

“小节”的作风问题的频现，不仅会透支党执政的合

法性和公信力，还会累积凝结成“亚文化”形态的观

念和行为模式在党内生活中传播，严重损害党内政

治环境。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召

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鲜明表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根治不良作风的坚定决心。 八项规定颁布

之后，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规则细化，政治效应

比较明显的莫过于对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方面

的严格限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方面的

规定过于笼统化、宽泛化，而且由于工作性质与内容

不同，同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实际需求上有很大差

别，在“就高不就低”的趋利心理作用之下，很多待

遇演化为饱受公众质疑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
领导权威和政治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各地对领导干

部工作、生活待遇方面的严格规定，貌似“小节”问

题，然而其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导向意义是重大而深

远的。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如果前冷后

热或时冷时热，前紧后松或时紧时松，均会功亏一

篑。 厉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践表明，制度执行力才

是最根本的内驱性净化力量，锻造了共产党人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作风利器。
第四，从“三反”斗争到“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跳出历史周期率政治自信的再提

升。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毛泽东就高度警惕党内

出现的腐化堕落问题，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

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及时惩治党内滋生的

腐败现象。 他还分析归纳了干部蜕化变质的“五部

曲”———懒、馋、占、贪、变，深化了对执政条件下党

员干部腐败发生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对腐败问题与历史周期率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 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

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

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

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２０］５因此，“只有以反腐败永

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２１］４７。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

反腐败斗争的态势把握与风险预判为逻辑起点，以
建设廉洁政治为目的归宿，以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

腐败为立场表达，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为原则遵循，
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以纪

检领导体制与巡视制度改革为体制保障，以“权力

入笼”为治本之策，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

为基本方式，以体现“常”“长”特点的生态净化机制

为成效保证，取得并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

胜利，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理念升级与模式创新。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腐败是危害党

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

自我革命。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 败 斗 争 就 一 刻 不 能 停， 必 须 永 远 吹 冲 锋

号。” ［１］６９腐败治理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政权易手、
政党垮台、人亡政息历史悲剧一再上演的根本诱因。
中国共产党人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依靠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魄力以及永远在

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

色，彰显出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党优势和政治

自信。
第五，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继续探寻依靠

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

坚定”这一重要命题。 对于有志于实现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自我革命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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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周期率的破解路径也没有止境。 我们党既

要勇于自我革命，更要善于自我革命，依靠成功解决

现实问题，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历史周期

率具有复杂的生发机理和演变机制。 作为世界上规

模最大、一党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

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将会面临着很

多特殊问题和困境。 推进自我革命的进程，就是要

不断发现并解决自身存在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普遍

难题和独有难题，防范显性风险和潜在风险、现实性

挑战和可能性挑战，在总结并遵循自我革命规律中

不断增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能力。 习近平在二十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如何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

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

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

决的独有难题。” ［２２］ “六个如何始终”是对新时代新

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必须清醒认识并着力解决的深

层次难题的经典概括和系统阐明，可称之为“自我

革命之问”。 解决这六个大党独有难题的过程，就
是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实践、丰富自我革命内涵、拓展

自我革命领域、完善自我革命路径的过程。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２］黄炎培．延安归来［Ｍ］．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２０２１．
［３］冯务中．“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文本之辨析［ Ｊ］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２０２０（３）：１１４－１２１．
［４］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５．
［５］斯诺．红星照耀中国［Ｍ］．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６］陈嘉庚．南侨回忆录［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
［７］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毛泽东文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１］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２］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３］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Ｊ］ ．求是，２０１９

（１９）：４－１５．
［１４］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１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２１．
［１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１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４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
［１９］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２０］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Ｍ］．北京：中

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１］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２２］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刻

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１－１０（１）．

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Ｔｗ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Ｚｏｕ Ｑｉｎｇｇ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ｉ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ｅｘ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ｓｈｅｎ Ｃｏｎ⁃
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ｖ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ｕｐ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ｂｒｅａｃｈ ａ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Ｍｕｓｔｓ”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ｕ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Ｐｒｏ⁃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ｖｉｌｓ”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ｗ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ｉｔｓ－ａｌｌ ａｎｓ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ｙ”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ｎｅｗ ｒｏａｄ， 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责任编辑：思　 齐

０３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